歐陽修第一次貶官夷陵
宋史載：范仲淹以言事貶，在廷多論救，司諫高若訥獨以爲黜。修貽書責之、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。若訥上其書，坐貶夷陵令。
解釋：當時，宰相呂夷簡在位日久，政事積弊甚多，又任人唯親。爲此，范仲淹多次上書，主張選賢任能，指斥呂夷簡，因而得罪宋仁宗和呂夷簡，被貶爲饒州知府。當時朝臣紛紛論救，而身爲左司諫的高若訥不但不救，反而在友人家詆毀范仲淹，公然聲稱范仲淹當黜。一味正道直行的歐陽修怒不可遏，便寫《與高司諫書》痛斥高若訥〝不知人間有羞恥事〞。高若訥將此信上奏仁宗治罪於歐陽修並指責歐陽修〝爾托附有私……恣陳訕上之言，顯露明奸之迹”...。〞於是歐陽修被貶爲夷陵令。
仁宗和呂夷簡的關係良好，雖然呂夷簡曾經因為仁宗的郭皇后說的一句話而被導致罷相，後因為劉渙上書陳時事，提及當時請劉太后還政仁宗一事而觸怒了劉太后，幸虧得呂夷簡一救。仁宗認為呂夷簡是忠臣，遂復相於呂夷簡。不過，這個呂夷簡可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。他得知自己是被郭皇后所害，在得知郭皇后打了仁宗後火上加油，並和閻文應互相唱和，終於導致郭皇后被廢位。御史中丞孔道輔、右司諫范仲淹等人堅決反對廢后，也指責呂夷簡，換來的是孔道輔、范仲淹貶黜京城，廢后之事成為定案。呂夷簡病倒時仁宗還剪自己剪下的鬍子送給呂夷簡，期望呂夷簡早日康復。所以，范仲淹批評呂夷簡，仁宗心裡自然不愉快，這也等於間接批評仁宗。而歐陽修的《與高司諫書》又是因為范仲淹而寫，而高若訥被歐陽修寫信一罵惱羞成怒，故意誣陷歐陽修，遂導致歐陽修被降謫。
高若訥參奏歐陽修的內容：敕鎮南軍節度掌書記、宣德郎、試大理評事、兼監察禦史、館閣校勘歐陽某：(缺字)以藝文，擢參讎校，固當宿業，以荷育材。近者范仲淹樹黨背公，鼓饞疑衆，自幹典憲，爰示降懲。爾托附有私，詆欺罔畏，妄形書牘，移責諫臣。恣陳訕上之言，顯露朋奸之迹，致其奏述，備見狂邪。合(缺字)嚴科，用警(缺字)俞俗。尚軫包荒之念，只從貶秩之文。往字吾民，毋重前悔。可降授守峽州夷陵縣令，替劉光裔，今年七月成資闕，散官如故。仍放謝辭。
歐陽修第二次貶官滁州
宋史載：方是時，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，修慨然上疏曰："杜衍、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，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。自古小人讒害忠賢，其說不遠。欲廣陷良善，不過指爲朋黨，欲動搖大臣，必須誣以專權。其故何也？去一善人，而衆善人尚在，則未爲小人之利；欲盡去之，則善人少過，難爲一一求瑕，唯指以爲黨，則可一時盡逐。至如自古大臣，已被主知而蒙信任，則難以他事動搖，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，必須此說，方可傾之。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謀臣不用，敵國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罷去，而使群邪相賀於內，四夷相駕於外，臣爲朝廷借之。"於是邪黨益盡修，因其孤甥張氏獄博致以罪，左遷知制誥、知滁州。
解釋：後來經過四年貶謫生活的歐陽修回到朝廷，此時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也如火如荼的展開序幕。慶曆新政因為觸犯的保守權貴的利益，保守派官員們便毀謗范仲淹等人為朋黨，徒有善聽諫言之名的仁宗十分害怕，便問范仲淹：自古小人結爲朋黨，也有君子之黨嗎？”范仲淹回答：“朝廷有正有邪，倘若結黨而做好事，對國家有何害處呢？”稍後，身爲諫官的歐陽修即向仁宗進獻了著名的《朋黨論》。但是，這篇《朋黨論》好死不死成了慶曆新政官員們的一個壞棋，觸犯了仁宗的忌諱。仁宗是皇帝不會去鼓勵臣子公開結黨威脅皇權，也觸犯了保守派的官員，改革派在無意間為自己樹立了一個龐大的反對派。保守派猛烈的攻擊他們，攻擊范仲淹、富弼是「朋黨」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。范仲淹與呂夷簡矛盾發生後，宋仁宗曾於寶元元年（1038年）詔誡百官朋黨，對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。當朝廷上下、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之際，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。特別是當著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，歐陽修的《朋黨論》、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之時，宋仁宗對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。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等相繼罷去，就連韓琦也罷去。《宋史》寫歐陽修〝因其孤甥張氏獄博致以罪，左遷知制誥、知滁州。〞這是表面的原因，就是指歐陽修的孤甥張氏犯法，讓諫官錢明逸與開封府尹楊日嚴抓到把柄可以誣陷歐陽修，遂故意牽連歐陽修，博致以罪。最後有查明實為誣陷，仁宗卻迫於保守派的壓力，只得讓歐陽修貶官到滁州來安撫那些保守派的官員。慶曆新政失敗的真正原因可以說是：朋黨。除了觸犯保守派的利益外也觸犯了最為忌諱的皇室利益，更觸犯了全天下讀書人的利益。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，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，所以，還是因循守舊，以穩定爲大局。

